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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结构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 

徐雪娇，中国人民大学 

一、研究背景 

环境污染被认为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对经济增长与环境问

题的讨论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马克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活动

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环境，经济增长将因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能长期持续，为

了保护环境资源，人们必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发达国

家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活动应当比发展中国家严重。 

然而，随后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并非线性关系。若以

污染物衡量环境污染程度，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经济增长，则二者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Panayotou（1993）将这一“倒 U 型”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活动规模小，

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强的污染。随着经济增长，经济活动规模扩大，污染程度

不断增加。当经济增长水平达到某一特定的“阈值点”后，环境污染带给人们的

负效用超过了生产活动本身带来的收益，人们有了控制污染的主观愿望。同时，

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也使人们有了控制污染的能力。所以，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特

定阶段，随着环境意识提高、先进环境技术手段运用、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污染

程度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逐步下降。如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则

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本身伴随着环境改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出现的环境恶化现

象是暂时的，一旦经济增长到达某一特定水平，它便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环

境污染问题迎刃而解。 

但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人均 GDP 差异解释环境质量差异，也忽略了

许多重要因素。一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考虑到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另一方面，“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没有考虑到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特点，政府作为公共物品

的重要提供者，这一分析框架并没有考虑到政府行为对环境质量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地区间环境质量差异的思路，即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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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为目标和激励机制，在财政预算结构与地区环境质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二、财政预算结构影响环境质量的逻辑 

根据前人研究，我们得知，贫穷国家尚且有能力控制环境污染，并且在国际

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问题方面也非被动代理人，会依据环境保护的收

益和成本控制环境污染。因此，我们认为，在监管和严厉惩罚的条件下，政府是

能够控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的。 

然而，除去政府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外，政府是否愿意努力去改善环境质量，

即其是否具备改善环境质量的激励也十分重要。本文认为政府的行为目标可以以

利维坦模型刻画，即认为政府以最大化自身的潜在收入来源、并最小化其用于满

足辖区内公众需求的支出为目标。因此，若环境质量可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支，

则政府将努力实现一个特定的环境质量水平，使得财政盈余最大化。 

环境质量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会通过不同角度实现。在收入方面，政府财政收

入主要由税收收入构成，环境污染水平会对不同税种的税基产生不同影响。我们

将税收分为来源于生产过程的税收和来源于财产的税收。对于来源于生产过程的

税收，如增值税、销售税、营业税，高产出可以扩大它们的税基，增加生产性税

收收入，但通常来说，环境污染水平与产出水平是正相关的，即高产出同时伴随

着高污染。所以，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容忍可以扩大生产性税收的税基。对于来源

于财产的税收，环境污染通常会降低该地区房屋、土地的价值，从而缩小它们的

税基，减少财产性税收收入。所以，高质量的环境可以扩大财产性税收的税基。

在支出方面，与环境质量息息相关的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环

境污染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从而会增加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所以，

高质量的环境可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 

由上所述，由于环境质量对不同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作用方向不同，政府

并不能单单通过放任环境污染或者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而达到财政盈余最大化

的目标。高质量的环境可以增加财产性税收收入、减少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但是

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代价是降低产出，从而减少生产性税收收入。于是，以收入

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将在产出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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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点取决于环境质量对生产性税收、财产性税收、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大

小，即取决于政府的财政预算结构。当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性税收收入时，

政府将倾向于追求高产出水平，以期用更高的生产性税收收入弥补高污染带来的

财产性税收收入的减少。因为较高的环境质量对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非常有限，

高污染造成的财产性税收税基缩减对政府财政收入构不成很大威胁。当财政收入

主要来源于财产性税收收入时，政府将倾向于追求较高的环境质量，以保护财产

性税收的税基，避免税基因环境污染而缩小，从而造成税收收入下降。因为生产

性税收收入比重较低，所以高环境质量伴随的低产出并不会对政府财政收入造成

很大困扰。当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大，即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

承担较多的义务时，较高的环境污染水平将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支出最

小化为目标的政府将致力于控制环境污染。而当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较小时，政府则没有激励改善环境质量。因此，不同的财政预算结构会对政

府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产生不同激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财政预算结构与环境质量关系的三个假说： 

假说一：生产性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的

激励越弱。因此，这一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的努力程度越低，环境

污染水平越高。 

假说二：财产性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的

激励越强。因此，这一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的努力程度越高，环境

污染水平越低。 

假说三：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

的激励越强。因此，这一比例越高，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水平的努力程度越高，环

境污染水平越低。 

 

三、实证研究 

本文将使用中国 2005 年和 2007 年的地级市层面数据验证财政预算结构和

地区环境质量关系的三个假说，以环境质量替代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激励，在财

政预算结构和地区环境质量之间直接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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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生产性税收占财政收入比例、财产税税收占财政收入比例、医疗卫生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三个变量共同构成财政预算结构，以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分别衡量地区环境质量状况。由数据来看，我国地方的财政

预算结构总体来看呈现出以生产性税收为主的情况，其中以营业税所占比例最高，

其次是增值税。虽然企业所得税所占比例不高，但仍高于各项财产性税收。各地

增值税和营业税占比差异较大。此外，文章加入了土地面积、年底总人口数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平方项、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作为

控制变量。回归方程式设计如下： 

 

𝑌𝑖 = 𝛽0 + 𝛽1𝑣𝑟𝑎𝑡𝑖𝑜𝑖 + 𝛽2𝑝𝑟𝑎𝑡𝑖𝑜𝑖 + 𝛽3ℎ𝑟𝑎𝑡𝑖𝑜𝑖 + φ𝑋𝑖 + 𝜀𝑖 

φ𝑋𝑖 = 𝜑4𝑙𝑎𝑛𝑑𝑖 + 𝜑5𝑝𝑜𝑝𝑖 + 𝜑6𝑝𝑔𝑟𝑝𝑖 + 𝜑7𝑝𝑔𝑟𝑝𝑖
2 + 𝜑8𝑝𝑖𝑔𝑟𝑝𝑖 

𝑌𝑖 ∈ [ 𝑖𝑠𝑜2𝑑𝑖, 𝑖𝑔𝑑𝑖] 

 

首先，考虑到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例如经济发达地区较欠发达

地区可能存在更多难以观测的影响地区环境质量因素，对方程式采用 OLS 加稳

健标准误的回归方法。 

其次，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作为医疗卫生支出比例的工具变量，对方

程式采用 2SLS 的回归方法。因为，OLS 加稳健标准误的回归方法并没有考虑到

医疗卫生支出比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再次，文章讨论了地级市作为各省区的下属而存在差异的问题。如果各省之

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会对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造成影响，那么上

述回归方程式中的误差项中将存在未捕捉到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回归分析出现遗

漏变量偏误、误差项自相关等问题。因此，分别采用在回归方程式中纳入地级市

所在省区的人均 GDP 作为控制变量，依然采用 2SLS 回归的方法；将中国各省

区分为东部省区、中部省区、西部省区，在回归方程式中纳入表示地级市所在地

区的虚拟变量的方法；维持回归方程式不变，在使用 2SLS 回归的基础上加入聚

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最后，我们认为地级市之间除了同一省份中的相关性之外，还可能存在不同

省份间的相关性，这一组间相关性问题并没有在上述回归方法中得到处理。各省

区内可能存在未观测到的特定因素对其下属地级市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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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而导致同一省区内各地级市之间存在相关性，即组内相关；同时，由于各

省区可能在某些未观测到的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一差异会于财政预算结

构对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产生作用，这将导致各地级市在所属省区层面

上存在相关性，即组间相关。因此，文章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来处理组内相关和组

间相关问题。 

由上述多项回归结果来看，由生产性税收比例、财产性税收比例和医疗卫生

支出比例构成的财政预算结构确实对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且作

用方向与本文提出的假说相同。即生产性税收比例提高会导致地区环境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财产性税收比例和医疗卫生支出比例提高会使得地区环境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 

另外，本文估计了回归方程式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由此

可估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在经

济增长过程中的拐点。由计算结果来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工业二

氧化硫排放量大约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 万元左右时开始下降，工业烟尘排

放量则大约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 万至 4 万左右开始下降。对比我国的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在不考虑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情况下，在 2007 年，我国

有大约 90%的地级市没有达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拐点。

如果能将这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关系迁移到 2012 年，则在不

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我国仍有约 70%的地级市没有达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的拐点，约一半的地级市没有达到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拐点。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环境改善仍然需要政府的干预，并且就本文

结论来看，改善政府财政预算结构将成为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想

把环境污染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就必须要改变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 


